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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光（1916-1983 年），原名白金灵，曾用名
魏明、魏世良、李子良，陕西省绥德县张家山村人。8岁
入本村完小，1929年高小毕业。

由于革命思想在陕北的传播，轰轰烈烈的革命
运动，使白玉光的父亲和二伯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受家庭的影响，白玉光幼年就受到进步思想
的熏陶。1927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1928年，先后担任团支部委员、支部书记。

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失学务农。
当时，白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从事革命活动，
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地下交通员，他家也变成了一
个重要的联络点。

1934年5月，白玉光受组织委派到中共绥德县团
委，先后任组织部部长、书记。8月，赴河北团省委接
受训练，学习政治、军事和团的知识。通过学习，白玉光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
学习结束后，去冀东开展游击战争，任省委军事特派
员。1935年7月，调中共天津市委任交通干事。9月，
在中共冀鲁豫特委领导下的游击二支队任政委。

1936年 4月，党组织派白玉光到中共鲁西特委
任宣传部部长。1938年 3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
又派白玉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马鸿逵
加紧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的侦破活动，公开搜捕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委工作处境非常
危险。1939年 1月，为了加强宁夏工作，白玉光受党
组织派遣来到宁夏，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代课教
师，后又转到小坝小学任教。10月，中共中央讨论
宁夏工作问题，决定再派崔景岳、王博等人到宁夏，
接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的工作，重建中共
宁夏工委。1940年 3月，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
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

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正当各项工作向
纵深发展时，由于中共地下党员杜琳防范意识不
强，上了敌人圈套。4月 13日，中共宁夏工委书记
崔景岳在省城和平街 27号杜琳家中遭敌逮捕，又加
上叛徒江生玉为了向敌人献媚，供出了崔景岳交给
他的重要文件，从而案情进一步扩大。5 月 4 日，
白玉光、王博等中共党员在小坝遭敌逮捕。20 天
中，先后有 3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中共
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白玉光被捕后，想得最多的是面临危险如何与
敌人作斗争，保护同志，保住党的秘密，与敌周旋。

“你在外边认识谁，说说看。”高中弟看白玉光言谈
举止充满稚气，想从他口中套出有关地下党组织的
情况。“我认识爹娘和村上的人，还认识县长、保长、
甲长，再不认识谁。”白玉光既不惊慌，又不害怕，表
现得很坦然。“老老实实说，不说就拉出去枪毙你”
高中第进一步威逼。“坐监就坐监，这里咋还枪毙人
呢？”白玉光故作惊讶地答道。

在狱中，敌人给白玉光压杠子施以酷刑，欲使
其屈服，但白玉光经受住了考验。在一次审讯中，
崔景岳故意大声说，“白玉光还是个娃娃，我只派他
到中宁送过一封信，别的什么事也没干。”听到此话
后，白玉光明白崔景岳是在极力保护同志的安全，
从而更加坚定了与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经过几次审讯，敌人从白玉光口里什么也没得
到，便把白玉光与崔景岳、王博、孟长有等人关进了
同一个牢房。在狱中，为了继续与敌人斗争，他协
助崔景岳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开展团结难友，抵制

敌人的腐蚀软化和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斗
争。同时，还给难友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搞文娱
活动，活跃狱中生活；捻毛线、打毛衣，实行生活自
救。狱中党支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大家赞许。

1941年 4月 17日，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 3位
难友牺牲了，狱中反应强烈，白玉光不负众望，继续
承担起了狱中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他与难友谈心，
互相鼓励，增强信心，坚持斗争，不断通过多种方
式，赢得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胜利，使难友们的受酷
刑次数有所减少，沉重脚镣得以摘除，生活也略有
改观，体质有所增强。

1949年9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
民党马鸿宾八十一军谈判成功，八十一军宣布起义，
打开牢门，使身陷囹圄的白玉光与其他难友重见光
明。9月 22日，白玉光和难友投入到迎接解放宁夏的
战斗。当时，宁夏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一位中校和一
位上尉，在傍晚找到白玉光，汇报了起义部队中部分
汽车兵准备抢劫西塔仓库的物资逃跑等情况，白玉光
立即向那位中校索要了一支枪，带着难友王世同、
姚怀连等人直奔现场，向骚动的汽车兵及有关投诚人
员讲述中国共产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要求他们放弃
逃跑的念头，积极维持市内社会秩序，保护仓库物资
和各种设施，争取立功。随后，白玉光写了一些“中国
共产党宁夏工作委员会”的封条，让有关人员分别贴
在比较重要的地方，以防止重要物资、器材、设备和文
物等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处理完毕仓库骚乱事件后，
白玉光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取得了联系，建
议人民解放军赶快接防，派出巡逻队，维护社会秩
序。9月2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宁夏获得
解放。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副政委、政
治部主任潘自力在百忙中接见了白玉光及其他地下
党员，关切地询问宁夏地下党在狱中的情况，并征询
了如何治理和建设宁夏的意见。

解放后，白玉光在宁夏工作了 34年，先后任宁
夏民政厅副厅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
记，陕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自治区交通
局副局长，自治区三届政协常委等职。

1983年 3月 2日，白玉光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
辞，享年 66岁。 （据银川党史网）

白玉光。

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部分有识之
士认识到中国乡村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进行了以
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尝试，但效果很不理想。中
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乡村问题，认为“中国的革命实
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
民主旗帜，基于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系
统的乡村社会经济建设，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村社
会组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
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
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
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解燃眉之急，边区政府只能采取加征救国公
粮的办法。但沉重的财政负担，很快引起了民怨。
如何克服困难呢？办法有两个：一是做减法，减征公
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 19万石降为 16万石），精
兵简政（减少脱产人员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做
加法，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增加农业产
出。由此，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
展起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作《经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
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大生产
运动中，边区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不
同情况，确定了“耕一余一”“耕二余一”“耕三余一”
的粮食生产计划，普遍成立耕种变工队、锄草扎工
队。除种好原有耕地外，还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
开展生产竞赛，踊跃交粮、交草，参与运盐、纺纱、兴
修水利、为军烈属代耕等活动。在推动大生产运动
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
租佃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乡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
性。在减租过程中，边区各地还成立了农会、租户
会、减租会等民众组织，专门负责处理减租和农民佃
权的保护事宜。

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奋斗，基本实现了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边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43
年，延安市东区黄蒿洼后沟农民曹守富说：“过去吃
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
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

给农业生产做好加法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更取决于耕作技术、良种推广、生产组织形
式、生产资金等要素的配套。边区大部分地方的耕
作方式相当粗放。为达到“耕二余一”的增产任务，
边府要求普遍提高耕作技术，以提高作物产量。另
外，延安各地农民过去种地基本不施肥，经政府提倡
后，各地更加注意积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捡粪。
农民采用各种方法增加肥源，如多养牲畜勤垫圈，多建厕所勤拾粪，
沤柴草、挖炕灰和垃圾土等。

发放农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边区金融工作的中心之一。
1941年 12月 15日，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提议，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农
贷委员会，以李鼎铭、高自立等 7人为委员。随后，各县也相应成立
农贷委员会或办事处。1942年 1月，边区政府制定《边区农贷的基
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1943年初，根据毛泽东提议，边区政府
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三十二年度（1943）农贷实施办法》《农贷小组暂
行组织办法》《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等。边区农贷分为生产、
副业、供销、农田水利等四类。农贷利率长期年息1分，短期月息1厘，
以一年为期。1942年，边区银行共发放植棉贷款 96万余元，使边区
棉花面积扩大了一倍，棉产量由 50万斤上升到 140万斤。青苗贷款
是为解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资金困难，打击高利贷
活动设置的。据统计，1942年，边区银行在延安县、延川县、延长县，
共发放棉花青苗贷款 46万余元，折合棉花 11989斤。农田水利贷款
一般由边府建设厅发放，银行协助。1945年至 1946年春，边区政府
在子长县共发放水利贷款 600万元，新修水地 316亩，补修水地 609
亩，增产粮食 300余石。

在利用和改造各种民间劳动互助形式，组织群众发展农副业、
手工业、运输业的同时，也使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具备了新的性质：限
制剥削，奖励劳动，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第一个限制——分散的个体
劳动。1943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
会上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
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
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经提倡，边
区各地普遍流行扎工、变工、锣鼓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极大地提升
了劳动生产率。

给乡村社会一个新面貌

为建设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
革除陋俗恶习，并通过宣传新风尚，刷新民众精神世界，改变边区乡
村的社会面貌。

改造二流子，是从延安县开始的一场群众运动。据边区政府
建设厅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 3000人，而流氓、地痞将
近 500人；延安县人口为 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 1692人；边区其他
各县的情况与延安大致相似。1940年春，延安县在庙沟乡召开生
产动员大会，提出让二流子参加生产。至 1941年底，延安县二流子
减少了 72%。延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毛泽东称赞：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2月 14日，《解
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
验。3月 4日至 5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各部队、机关、学
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
个二流子。”至此，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达到高潮。经过各方面
的努力，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增加了劳动力，巩固了
社会安定。

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恶习，严重影响经济
建设与社会风气。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绝烟毒的主要方式为立法、查
禁和发动民众监督等，主要做法是禁绝种植、严查鸦片走私贩卖、改
造嗜好鸦片者。为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烟毒犯罪活动，1942年成立
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后来又在重要城镇设立禁烟督察分处。
1943年 9月 11日，边区政府发出《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
政府的指示信》，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号召形成群众性
的戒烟运动，发动烟民进行戒烟竞赛。至抗战胜利，边区吸食鸦片
者近乎绝迹。

模范村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模范村建设，是从
延安县开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模范村，就是延安县柳林区二乡
的吴家枣园村。1943年 11月，西北局劳动英雄大会号召，“劳动英
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旗帜。”劳动
英雄吴满有率先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和西北局的号召，将吴家枣
园村的模范生产经验，推广到整个延安县柳林区二乡，使其成为模
范乡。受此启发，更多的劳动英雄纷纷表态，准备将个人的生产经
验扩大到全村使其成为模范村。1944年，边区模范村建设进入高
峰，涌现出生产模范村、文化模范村、卫生模范村、运盐模范村、纺织
模范村等。模范村建设不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而
且对农村社会改造及农民教化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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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光：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
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
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
首毛泽东同志在翻越六盘山时创作的《清平乐·六盘
山》波澜壮阔、大气磅礴，被人们广为传唱。

六盘山，古称为陇山、鸡头山，地处宁夏南部黄
土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2500米，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
最后一座大山，因此也被称为“胜利之山”。

如今在六盘山上，有一条再现长征历程的微缩景
观——“红军小道”，2.5公里的小道上用雕塑群再现
了当年红军长征壮举的 18个主要场景。从山脚沿曲
径通幽的小道千回百转而上，“血战湘江”“飞夺泸定
桥”等经典场景在沿途逐一呈现。

据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魏晓东介绍，

六盘山是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
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先后翻越六盘山，登顶此山
表明红军已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也意味着长征
的胜利。

1935年 10月，红军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境内，当时
国民党军为了阻截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在六盘
山一带设置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东北军何柱
国骑兵部队、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部队等在内的重
兵，形势相当严峻。

10月 7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率领的红军队
伍在青石嘴附近与敌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斗，共歼敌
400余人，缴获战马共计 200余匹。还用缴获的战马
组建了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

“纵览逶迤六盘雄姿，眼底尽收招展红旗，再想
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这里吟诵出千

古名章也就不足为奇了。”魏晓东说。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一面运筹帷幄，扭转乾坤，

一面咏志抒怀，先后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
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
山》等多首不朽的诗词。这些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
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更艺术地再现了红军
长征历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清平乐·六盘山》诞生之后，曾历经几次修改，
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这个版本。1961年 9月，
毛泽东应宁夏领导同志之请，亲笔书写了这首词，赠
予宁夏。

如今，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等纪念景点、
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经常可以看到手书的《清平乐·
六盘山》，它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勇前进。 （据新华网）

《清平乐·六盘山》的诞生

上个世纪 30 年代，封闭落后的旧银川，老百姓
居家过日子没有电的概念。每到夜晚，旧银川城除
了新华街、柳树巷街道和几家大的商号、饭馆、戏园
子、马公馆有几处昏暗的灯光外，其他大街小巷都漆
黑一片，人们点着洋蜡、油灯度过一个个漆黑的夜
晚。那时，旧银川的富商们经常到北京、天津、上海
等大城市进货购物，大城市夜晚街道的流光溢彩和
商家店铺霓虹灯的闪烁，使富商们大开眼界。对比
旧银川城，商号、店铺土木结构，破烂不堪不说，每到
傍晚还要点着洋蜡、油灯营业，商业氛围和营业环境
不尽如人意。

“老古董”点亮宁夏第一盏灯

富商们相互交流，深有同感，于是，聚在一起商
议如何在旧银川集资入股，办个发电公司，来改变一
下旧银川城的无电历史。经过多次酝酿协商，1934
年，由宁夏商会带头，动员旧银川的富商豪绅和晋商
八大家入股，成立“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集
资 5万元从北京购来清朝慈禧太后在皇宫内用过的
一台旧发电机。

关于这台旧发电机，还有一段有趣的轶事。据说
这台老古董是英国人当年送给慈禧太后的 60大寿的
贺礼，是中国最早使用的发电机。原先在北京颐和园
专供慈禧太后使用，于 1934年被卖到天津碎铁局准
备化铁。正在北京买发电机的时任民国宁夏主席的
马鸿逵第十五路军副官处处长柴兰亭买下了这台清
宫遗物。来年开春，用 4条大木船逆黄河而上运回银
川。10月，官商合资的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业送
电。但这老古董无法保证正常供电，后来马鸿逵又买了
新发电机，就把它送到吴忠堡。几经辗转，如今，这台

“老佛爷”用过的“宝贝”完好地躺在盐池县博物馆内，供
人参观。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电灯公司机房内装有大小型
发动机各一台，总电表一台。容量 75千瓦大型发电
机，负荷以每盏灯 15瓦计算，发电量最多不超过 5000
盏，供省城银川内商户照明用电。容量 25千瓦小型

发电机，发电机负荷小，是专供马鸿逵大公馆用电
的。“宁夏电灯公司”属官商合办企业。该公司股金省
银行官股占 50%，商会和绅士富商入股占 50%，公司
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马鸿逵对电灯公司非常重
视，担任公司董事长。第一任经理为柴兰亭。

银川人第一次看到电

电灯公司第一天向旧银川城发电时，全城老百姓
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傍晚，都不约而同拥向柳树巷、
新华街街头，驻足观看这个从来都没见过的洋玩意
儿。电灯泡发出来的微弱灯光，让久居旧银川的人，
第一次见到了电。

马鸿逵大公馆（今银川市兴庆区羊肉街口信义市
场位置）的供电线路是由专线直接拉到电灯公司的。
这一天晚上，公馆里的楼亭榭台，灯火通明，马鸿逵好
不惬意，请来戏班子，为电灯公司开业发电、公馆通
电，助兴添彩。但是，好景不长，发电机运转一段时间
后，由于购来的发电机早已老化，时转时停，无法保证
正常供电。一天夜晚，马鸿逵正在新华街戏园子看秦
腔，突然停电，顿时，戏场漆黑一片，看戏的人乱作一
团，纷纷尖叫，马鸿逵以为有人要行刺于他，惊慌失
措，于是在卫兵的护卫下回到马公馆。这可把电灯公
司经理柴兰亭吓坏了，这“电”刚新鲜了两天，就歇菜
了，而且还惊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一不做二不
休，1936年年初，“宁夏电灯公司”筹措资金，又从北京
购进一台 35马力单缸卧式煤气机和修理好的 25千瓦
日本产旧发电机，公司为了保证马公馆全天供电，成
立了供电专机组，负责马公馆供电。抗日战争结束
后，省政府又拨银购置了更好的发电设备。从北京购
进一台 200马力柴油机改装的 60马力煤气机和 100千
瓦美国产旧发电机。这在国内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发电
机。新的发电机经过组装试调后性能完好，运转正常，
发电功率也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电力也比较充足。截
至1949年9月，旧银川城居民家庭用电户为431户，15瓦
电灯泡有1673只。

1949年 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准备

破坏电灯公司设备，电灯公司 2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
队，拿起棍棒，昼夜坚守工厂，特务们来到工厂实施破
坏，他们在大门口用人墙守住大门和特务们进行殊死
搏斗，直到 9月 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兵团进城，工
人们终于把一个完整的工厂交给了人民政府，同年 10
月，“宁夏电灯公司”改名为“宁夏人民电厂”。

宁夏现代工业的摇篮

改名后的“宁夏人民电厂”，由银川市军管会接
管，几名厂军代表全面负责电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的银川，由于城市用电量激增，原有的发电量远
远满足不了城市用电需求。1951年初，银川市政府决
定投资建设宁夏第一座新型电厂银川电厂（厂址位于
今银川市金凤区大众巷原银川电力修造厂院内）。

经过一年多艰苦建设，1952年年底，银川电厂竣
工，安装的第一台 500千瓦汽轮发电机试机成功，并
正式发电。这是银川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件大喜事，当
时宁夏省委、省政府，银川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银川市
各界人士及数千名群众前去祝贺。银川电厂的建成，
新增发电设备总容量达 728.63 千瓦，年发电量达
45.15万千瓦，不仅满足了银川工业和城市用电，还为
石嘴山、大武口等地供电。

新建成的银川电厂有职工504人，与当时的银川毛
纺厂、银川修理厂并称为宁夏的“三大厂”。银川电厂
曾涌现出秦武麟等全省和全国劳模。该厂的劳动生
产、增产节约、半工半读培训、青年团工作在当时来说
都大有名气，是当时西北，乃至全国的明星企业之一。

1958年 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开创了宁夏
电力事业的新时期，这一年，青铜峡水电厂开工建设，
1959年 9月，中卫电厂建成投产发电，1959年 12月，
石嘴山发电厂投产发电，1960年 11月，银川电厂和石
嘴山发电厂并网。随着宁夏电网事业的迅猛发展，由
于银川电厂的发电总容量日渐弱小，耗能高，成本大，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1964年，银川电厂正式停产停
电，从而完成了银川电厂 12年的历史使命。

（据《国家电网报》）

老银川人用电二三事


